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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农村社会组织促进制度化利益表达功能为切入点，主要检验农民的社会组织信任和社会组织参加情况对

农村社会组织沟通社会功能发挥的影响。基于 CGSS2010 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发现：①当前农村社

会组织信任度相对较低，仅约为 34.6%；②当前农民的社会组织参加率非常低，仅约为 4.5%,并呈现出与经济发

展程度相反的趋势；③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治理实践中并未能起到沟通社会，提供制度化利益表达途径或引导农

民进行利益化制度表达的功能；④农民的社会组织信任和参加社会组织比例与农民的利益表达途径选择之间也不

存在明显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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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

理方面的功能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现代社会的复

杂性与风险性已经超出了任何单一治理主体所能有效

应对的范畴；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必然是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相互合作的多中心治理体系。这也是党和政府

把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功能看做是提高社会治理水

平、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促进社会和谐，乃至推进国

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重要手段的学理依据 

所在。 

而农村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

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薄弱环

节，更需要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尤其需要

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沟通社会、促进制度化利益表达

方面的积极功能。合作社、服务社等农村社会组织作

为农村社会系统的主要行动者，其在沟通社会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社会组织能够在社会整合与社会

控制领域发挥积极功能需要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公

众要信任社会组织；二是公众要积极参加社会组织，

进而能够通过社会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

接受组织引导、选择其他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来表达

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我国农村社会组织是否得到

农民的信任？农民又是否愿意参加农村社会组织？参

加社会组织的农民是否又会通过制度化渠道来表达自

己的利益诉求呢？这些都是事关农村社会治理能力与

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有必要

加以辨识，以便于更好地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进而维

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 CGSS2010 相关数据的描述

性统计来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加速农村社会治理能

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二、数据来源、假设与概念测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均来源于 2010 年中国社会综

合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对全国

约 12 000 人进行了调查；经过数据清理，剩余有效样

本量为 11 785 个；去除非农村户口被调查者个案，最

后剩余有效个案数为 6 040 个。① 

(二) 研究假设 

根据心理契约理论，成员与组织之间有一种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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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契约关系，成员通过对自身与组织之间相互权利

与义务的理解，以及对相互交换所可能获得利益的感

知做出加入或退出组织的决策，并进一步形成对组织

的忠诚度。[1−2]也就是说，组织成员做出加入或退出组

织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实现个人目标的心理

考量，个人加入组织是期望通过组织来实现自身目标。

但个人无论是通过依赖他人，还是依赖组织来实现自

身目标，都必须以信任为前提。[3](710) 

信任是社会互动的前提，个人对组织的信任则是

参加组织与组织功能发挥之基础。从社会学角度看，

组织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社会秩序，它有助于组织成员

通过制度化方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减少社会失序

现象。一方面，组织为了维持正常运转秩序需要通过

规章制度来规范组织成员行为，并要求组织成员在法

律框架内做出行为选择，这有助于组织成员采取制度

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对于组织

成员而言，组织本身是一种社会资本，组织为其成员

提供更多的制度化利益表达途径。如此，“信任社会组

织→参加社会组织→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利益诉求”

就成为一种相对合理的行为逻辑。就农村社会而言，

农民对农村社会组织的信任是农民个人参加农村社会

组织的前提，也是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活

动、发挥积极功能的基础。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

两个假设： 

假设 1：农民对农村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越高，

其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利益表达的可能性越大；反之

亦然。 

假设 2：与未参加社会组织的农民相比，参加了

社会组织的农民采取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的可能性更

大。 

(三) 概念测量 

具体到概念测量来看，CGSS2010 调查问卷中有

这样三道问题，分别可以用来测量我国农村社会组织

信任、社会组织参加与利益表达渠道选择情况： 

A. 您家是否参加了某种合作社(互助组)之类的

组织？ 

B. 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本文仅指“民间组织”)

的信任程度怎么样？ 

C. 请您回想一下，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受到过

政府有关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如果受

到过政府有关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您或您

家当时采用了以下哪些解决途径呢？ 

虽然当个体或群体感觉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之后，

他(她)们必然要通过某种途径来寻求修复和补偿，但

有些利益表达方式成本过高[4](13)，利益受损者也可能

采取忍耐不表达。所以，除了考察制度化利益表达渠

道与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之外，本文还把“忍耐不

表达”作为另外一个选项。具体来说，基于本文研究

目的，本文主要依据是否直接表达利益关切和利益表

达渠道制度化与否，将问题 C 答案选项涉及的 12 类

途径划分为三类：忍耐不表达、制度化利益表达和非

制度化利益表达。“忍耐不表达”指被调查者应答为“忍

了算了”；“制度化利益表达”包括向法院起诉、申请

行政裁决或复议、寻求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寻求工会、

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向新闻媒体投诉等 5 类途径；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包括单独向上级领导或部门投

诉(包括单独上访)、联合向上级领导或部门投诉(包括

集体上访)、把事情曝光到网上、找关系去施加压力、

私下报复和与对方直接正面冲突(包括使用暴力)等 6

类途径(参见表 1)。 

 

表 1  利益表达途径的划分 

利益表达程度 
 

有 无 

高 制度化利益表达 
制度化程度

低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 
忍耐无利益表达

 

同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化与非制度

化利益表达区分的主要依据是利益表达渠道合法性与

否之维度，即利益表达者是否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的方式与途径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之途径属于制度化利益表达；相反，不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之途径则属于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范畴。

比如，依照《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

题的意见》，信访要坚持属地管理责任，不支持、不受

理越级上访。所以，“跨级向上级领导或部门投诉(包

括上访)”[5](35)应划归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范畴。 

此外，为了辨识经济社会发育程度对社会组织信

任、参与与功能发挥的影响，本文专门加入了“地区”

变量。依据当前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中部

崛起、振兴东北和东部转型)，我们将“地区”划分为

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地区，即湖北、湖南、河南、

山西、安徽和江西为中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福建、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和海南为东部

地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为东北地区；内蒙古、广

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

新疆、重庆和四川为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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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的社会组织信任、参加           
社会组织情况与农村社会组织功

能发挥 
 

(一) 农民的社会组织信任 

农民对农村社会组织信任度相对较低。就地区来

看，农民的社会组织信任并不存在明显规律性，西部

地区信任度最高、中部地区信任度最低。具体来看，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信任社会

组织的比例分别约为 33.7%、29.5%、40.2%和 33.6%(详

细参见表 2)。同时，卡方值为 200.302，显著性水平

小于 0.1，即可以初步判定结果具有统计意义，农民的

社会组织信任存在地区差异。此外，Phi 相关系数和

克拉默 V 相关系数都大于 0.1 小于 0.3，说明相关强度

一般。 

(二) 农民参加社会组织情况 

就农民参加社会组织情况来看，整体社会组织参

加率非常低，大约为 4.5%；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也是

一致的，比如，乐章和许汉石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组

织发展严重滞后, 农户组织参与比例和积极性都还处

于非常低的水平。”[6](91)同时，就地区分布差异来看，

东部地区农村社会组织参加率最低，仅约为 3.7%；中

部约为 4.3%；西部与东北地区均约为 5%(参见表 3)。

总体来看，农民参加社会组织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程度

相反的趋势，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反而参加率最低，

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越是经 

济发达地区，其农民自身对外信息沟通能力越强，较

少需要通过组织获得社会资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组织自身资源整合能力不足

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逻辑可能是合理的，即农民自身

所能动员的资源可能会多于社会组织资源动员能力，

所以才更倾向于选择不参加社会组织。但统计显著性

水平大于 000.1，即不显著，这种社会组织参与的地区

差异不一定真实存在。 

(三) 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选择 

按照多中心治理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思路，社

会组织可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搭建桥梁、起到沟通社

会的功能，进而有助于公民采取制度化利益表达途径

表达自身利益诉求。那么，我国的农村社会组织是否

真的起到了引导公民进行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功能呢？ 

在 CGSS2010 调查中，关于“是否受到过政府有

关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这一问题上，606

位被调查者表示曾经受到过政府有关部门或工作人员

的不公正对待，约占应答者总数(去除“未回答者”， 剩

余有效个案 6 026 个)的 10%。具体到当时采用了何种

途径解决问题，又有 6 位被调查者拒绝回答，这样正

好有 600 个有效个案。具体来看，采取“忍耐不表达”

的被调查者为 475 人，约占 79.2%。就地区分布而言，

东部地区采取“忍耐不表达”的约为 73%，中部地区

为 77.8%，西部地区约为 81.9%，东北地区约为

87.5%(详细参见表 4)，整体与经济发展程度呈相反关

系，即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其采取“忍耐不表达”

的概率越低。这有两个方面的可能解释：一方面说明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农民的利益表达愿望越多； 

 

表 2  不同地区的农村社会组织信任度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总计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完全不可信 54 4  40 2.2 161 8.1 23 3.2  278 4.7 

比较不可信 246 18.1  348 19.1 370 18.7 117 16.2  1081 18.4 

可信与不可信之间 602 44.3  895 49.2 652 33 339 47  2488 42.3 

比较可信 345 25.4  413 22.7 534 27 164 22.7  1456 24.8 

完全可信 113 8.3  123 6.8 261 13.2 79 10.9  576 9.8 

总计 1360 100.1  1819 100 1978 100 722 100  5879 100 

χ2 200.302 

Sig. P<0.001 

ɸ 0.185 

Cramer V 0.107 

Df.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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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地区的农民社会组织参加情况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总计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参加 39 3.7%  71 4.3 92 5 34 5  236 4.5 

未参加 1020 96.3  1592 95.7 1750 95 647 95  5009 95.5 

合计 1059 100  1663 100 1842 100 681 100  5245 100 

χ2 3.285 

Sig. P>0.1 

Df. 3 

 

表 4  不同地区与采取“忍了算了”交叉分析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总计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是 92 73  147 77.8 194 81.9 42 87.5  475 79.2 

否 34 27  42 22.2 43 18.1 6 12.5  40 20.8 

总计 126 100  189 100 237 100 48 100  600 100 

χ2 6.172 

Sig. 0.104 

ɸ 0.101 

Cramer V 0.101 

Df. 3 

 

表 5  不同地区与体制内利益表达交叉分析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总计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是 15 11.9  8 4.2 15 6.3 2 4.2  40 6.7 

否 111 81.1  181 95.8 222 93.7 46 95.8  560 93.3 

总计 126 100  189 100 237 100 48 100  600 100 

χ2 7.881 

Sig. 0.049 

ɸ 0.115 

Cramer V 0.115 

Df. 3 
 
 

另一方面的可能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

其政治更开明，农民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越多。 

就采取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来看，只有 6.7%的被

调查者选择“制度化利益表达”。从地区分布来看，东

部地区约为 11.9%，中部地区约为 4.2%，西部地区约

为 6.3%，东北地区约为 4.2%(参见表 5)，即总体上东

部地区采取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者远高于其他地区。

就采取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来看，采取非制度化利

益表达方式的被调查者约占总数的 17%。其中，东部、

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一比例分别约为 19.8%、

19%、13.5%和 18.8%(参见表 6)，总体也与经济社会

发展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总体来看，采取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的被调查

者比例远高于采取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的被调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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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更远低于采取“忍耐不表达”者。一方面，这

可能意味着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缺乏，或者利益

表达成本和风险过高；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农村

社会组织尚未能在促进农民制度化利益表达方面充分

发挥功能。当然，这还有待本文后续进一步验证。 

(四) 社会组织信任与利益表达渠道的选择 

无论是从总体来看，还是分地区来看，农村社会

组织信任与农民的利益表达途径选择之间都不存在明

显的关联。无论被调查者对农村社会组织信任程度如

何，其在利益表达途径方面，都是以“忍耐不表达”

为主，“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次之，而采取“制度化利

益表达”途径的极少(详细参见表 7、表 8)。也就是说，

社会组织并未能发挥提供制度化利益表达途径或引导

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功能，即假设 2 并未得到证实。 

已有研究认为，我国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虽多，

但管用的却较少，进而倒逼人们通过体制外途径进行

利益表达。[7](63)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组织化社会行动

者理应在促进与引导公众进行制度化利益表达方面发

挥积极功能，但统计结果却未发现社会组织信任与制

度化利益表达之间的关联。这也就说明社会组织尚未

能有效承担自身应有的角色，发挥相应的功能。 

(五) 农民参加社会组织情况与利益表达方式的

选择 

就社会组织参加与利益表达方式的选择来看，无

论是采取“制度化利益表达”，还是采取“非制度化利

益表达”，参加社会组织的被调查者均比未参加社会组

织的被调查者比例低(参见表 9 和表 10)。也就是说，

假设 3 并未得到证实。这与理论逻辑正好相反，一个

可能的解释就是社会组织自身的缺陷导致其未能发挥

相应的社会功能；这些缺陷包括组织信任度较低、资

源动员能力低、沟通政府能力不足等。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信任度相对较

低；农民的社会组织参加率更低，并呈现出与经济发

展程度相反的趋势；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

的农村社会组织并未能起到沟通社会，提供制度化利

益表达途径或引导农民进行利益化制度表达的功能； 

 

表 6  不同地区与体制外利益表达交叉分析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总计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是 25 19.8  36 19 32 13.5 9 18.8  102 17 

否 101 80.2  153 81 205 86.5 39 81.3  498 83 

总计 126 100  189 100 237 100 48 100  600 100 

χ2 3.442 

Sig. 0.328 

ɸ 0.76 

Cramer V 0.76 

Df. 3 

 

表 7  社会组织信任与利益表达渠道选择关联 

社会组织信任 
利益表达方式 

完全不可信 比较不可信 可信与不可信之间 比较可信 完全可信 

总计 

忍耐 
45 

(9.6%) 
93 

(19.7%) 
209 

(44.4%) 
84 

(17.8%) 
40 

(8.5%) 
471 

制度化表达 
1 

(2.9%) 
9 

(26.5%) 
13 

(38.2%) 
8 

(23.5%) 
3 

(8.8%) 
34 

非制度化表达 
9 

(10.1%) 
18 

(20.2%) 
40 

(44.9%) 
13 

(14.6%) 
9 

(10.1%) 
89 

总计 53 116 252 101 48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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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信任与利益表达渠道选择关联 

社会组织信任度 
地区 利益表达方式 

完全不可信 比较不可信 可信与不可信之间 比较可信 完全不可信 
总计 

忍耐 
11 

(12.5) 
16 

(18.2) 
48 

(54.5) 
10 

(11.4%) 
3 

(3.4%) 
88 

制度化表达 
0 

(0%) 
3 

(23.1) 
6 

(46.2) 
3 

(23.1%) 
1 

(7.7%) 
13 

非制度化表达 
1 

(4.8%) 
5 

(23.8%) 
9 

(42.9%) 
4 

(19%) 
2 

(9.5%) 
21 

东部地区 

总计 12 24 58 16 6 116 

忍耐 
9 

(6.1%) 
25 

(17%) 
83 

(56.5%) 
25 

(17%) 
5 

(3.4%) 
147 

制度化表达 
0 

(0%) 
0 

(0%) 
5 

(71.4%) 
2 

(28.6%) 
0 

(0%) 
7 

非制度化表达 
2 

(6.3%) 
6 

(18.8%) 
19 

(59.4%) 
3 

(9.4%) 
2 

(6.3%) 
32 

中部地区 

总计 11 31 105 29 7 183 

忍耐 
24 

(12.4%) 
43 

(22.3%) 
57 

(29.5%) 
43 

(22.3%) 
26 

(13.5%) 
193 

制度化表达 
1 

(8.3%) 
5 

(41.7%) 
2 

(16.7%) 
3 

(25%) 
1 

(8.3%) 
12 

非制度化表达 
6 

(22.6%) 
4 

(14.8%) 
9 

(33.3%) 
5 

(18.5%) 
3 

(11.1%) 
27 

西部地区 

总计 29 50 66 50 28 223 

忍耐 
1 

(2.3%) 
9 

(20.9%) 
21 

(48.8%) 
6 

(14%) 
6 

(14%) 
43 

制度化表达 
0 

(0%) 
1 

(50%) 
0 

(0%) 
0 

(0%) 
1 

(50%) 
2 

非制度化表达 
0 

(0%) 
3 

(33.3%) 
3 

(33.3%) 
1 

(11.1%) 
2 

(22.2%) 
9 

东北地区 

总计 1 11 23 6 7 48 
        

 

表 9  社会组织参加与利益表达渠道选择关联 

社会组织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总计 

忍耐 
407 

(82.1%) 
21 

(91.3%) 
428 

制度化表达 
32 

(6.5%) 
1 

(4.3%) 
33 

非制度化表达 
85 

(17.1) 
1 

(4.3%) 
86 

总计 496 23 519 

 

农民的社会组织信任与社会组织参加情况与农民的制

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选择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关联。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也是相呼应的。比如，周春霞认为，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很不成熟，只能行使有

限的职能”[8](57)。李志强和王庆华则指出，嵌入在农

村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组织系统出现了“主体不在场”

状况，不能有效应对社会结构提出的功能诉求。[9] 

因此，要切实发挥社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

积极功能，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还需要一个系统

的改革过程。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在政策、资金、公

共服务购买项目招标等方面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

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与功能发挥；其次，各级政府

有关部门要积极、严格地履行监管职责，让有资质、

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尽快承担责任，并淘汰不合格、不

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总体质量与社会

信任。最后，社会组织自身要积极利用当前国家政治

与行政体制改革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完善组织管理，

保证服务质量，取信于民；因为只有民众信任社会组

织，参加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才可能真正的在沟通   

社会、促进制度化利益表达等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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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参加与利益表达渠道选择关联 

社会组织参加 
地区 利益表达方式 

未参加 参加 
总计

忍耐 
79 

(76%) 
1 

(50%) 
80 

制度化表达 
11 

(10.6%) 
1 

(50%) 
12 

非制度化表达 
20 

(19.2) 
0 

(0%) 
20 

东部 
地区 

总计 104 2 106 

忍耐 
117 

(79.1%) 
12 

(100%) 
129 

制度化表达 
7 

(4.7%) 
0 

(0%) 
7 

非制度化表达 
27 

(18.2) 
0 

(0%) 
27 

中部

地区 

总计 148 12 160 

忍耐 
174 

(85.7%) 
6 

(100) 
180 

制度化表达 
12 

(5.9%) 
0 

(0%) 
12 

非制度化表达 
30 

(14.8%) 
0 

(0%) 
30 

西部

地区 

总计 203 6 209 

忍耐 
37 

(90.2%) 
2 

(66.7%) 
39 

制度化表达 
2 

(4.9%) 
0 

(0%) 
2 

非制度化表达 
8 

(19.5%) 
1 

(33.3) 
9 

东北

地区 

总计 41 3 44 
     

 

 

注释： 

 

① 为了保证数据准确性，在户口类型应答中，只有回答为“农业

户口”算作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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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erting function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promoting the expression of 

institutional interest, the present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peasants’ social organization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On the basis of CGSS2010,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the trust in rura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s relatively low with merely about 34.6%; (2)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society organizations is 

very low with about 4.5%; (3) the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do not exert the function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society,  especially the function of providing expression channels or guiding institutional expression of institutional 

interest; (4) there is no obviou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rate of rura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expression of peasants’ institutional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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